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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

施，高校就读人数激增，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1.6％，迈入

普及化阶段。高校数量的增加以及招生规模的扩大

为学生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使高等教育资

源能向各类别延伸。202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

提出扩大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2021
年，国务院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

调，“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施教育扩容工程，进一步

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提高到60％。我国再一次将政策着力点聚焦到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上，引起了学者们对新增教育机

会分配问题的再思考。

学历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是反映个

体社会地位、代表个人教育经历的重要标签。高等

教育被视为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常

被社会学家用来作为打破类别固化的有效工具。学

界关于高等教育与类别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精英

再生”和“精英循环”两种观点进行探讨：前者认为受

教育程度直接影响个体经济地位进而影响其社会地

位；后者特别强调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即

处于优势地区(如城市地区、东部地区)的高家庭资

本、高社会类别群体更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从而维

持其优势地位 [1]。从现实情况来看，受社会发展条

件、地区经济水平等的制约，各民族、城乡之间的教

育资源供给相差较大[2]，资源不平衡势必会导致教育

机会获得的差异。近年来，出于对教育收益的评估

以及就业前景的担忧，我国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群体

放弃高考的现象时有发生[3]，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呈现

不平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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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育机会不断增加而使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

阶段时，弱势群体能否争取到更多的入学机会，高等

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是否有所缓解，这关乎弱

势群体的流动渠道，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

展。基于此，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扩张为研究视角，通

过探究高校扩招前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

状况及变化，试图从家庭资本角度揭示群体差异背

后的影响机制，旨在回答高校扩招政策对高等教育

机会分配有无影响，其实施效果如何?家庭资本对个

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有无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
二、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一)教育扩张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国实施的教育扩招政

策促使各级各类群体教育获得机会均大幅增长，引

发了学者们对新增教育机会分配问题的关注。部分

学者对教育扩张持乐观态度，提出了工业化假设(In⁃
dustrialization Thesis)理论。该理论指出，随着社会劳

动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专业化程度的不断上升，个

体人力资本(教育水平、专业技能等)在社会经济地位

回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进而推断个体自致因素(聪
明才智、努力程度等)在职业机会乃至教育获得上的

重要性超过个体先赋因素 (家庭资本、性别、种族

等)[4]。此外，随着教育体系日趋完善和受教育年限

逐渐增长，各群体受教育的可变性有降低趋势，高等

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的效应正在实现[5]。工业化假

设忽略了家庭资本、社会结构位置等隐性因素对教

育获得的影响。拉夫特瑞(Adrian E. Raftery)等提出

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
equality)指出，教育扩张不能促进教育机会分配平等

化，除非优势群体对高等教育需求得到满足且达到

饱和状态(如 80％以上的优势群体子女都能进入大

学)，由扩张带来的新增高等教育机会才会向弱势群

体扩散[6]。受此影响，卢卡斯(Samuel R. Lucas)进一步

提出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假设 (Effectively Main⁃
tained Inequality)，认为优势群体在高等教育中达到

饱和状态时，仍会产生一种教育质量上的不平等，即

教育扩招所带来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如精英大

学)仍掌握在优势群体手中[7]。高等教育系统通过机

会稀缺的不断再生产，始终可以区分出在阶段上、质

量上抑或含金量上相对更高的教育水平[8]。

文凭主义理论假设(Credentialism Hypothesis)是
在工业化假设理论与不平等理论基础上，从学历文

凭角度入手对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关系的另一种解

释。文凭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与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两者之间存在本质性冲突[4]。受

文凭主义影响，优势群体想要维持其在劳动力市场

(特定工作中)的优势以及现有社会地位，必然会利用

自身资本使子女成为现有教育制度(如教育扩张、应

试教育)的既得利益者，取得在劳动力市场上最有价

值的学历文凭[9-10]。21世纪以来的理性选择理论(Ra⁃
tional Choice Theory)进一步讨论了在教育扩张背景

下促进教育获得平等化或加剧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

素，认为就业保障增加以及学校筛选作用减弱会降

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11]，个体是否争

取高等教育机会建立在其理性分析高等教育收益与

风险的基础上[12]。

(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

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种族或民族、户籍等)对教

育扩张背景下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年代变化趋势，

是近20年来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4]。霍

瑟(Robert M. Hauser)等发现，在 20世纪上半叶出生

的美国男性群体中，尽管受教育程度的代际差异仍

较大，但因种族差异带来的教育劣势正在减少[5]。而

部分学者调查表明，在四年制大学教育机会获得上，

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仍处于劣势[13]。在考虑户籍因素

时，学者们多从城乡属性和区位属性展开。研究者

们基于城乡维度探讨发现，城乡学生在不同层次高

等教育获得上均比农村地区学生更有优势，而在我

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高等教育获得机会

的城乡差异更为明显[14]。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

乡户籍对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处于波动(时而下

降、时而上升)状态，但高等教育的城乡户籍差异一

直存在 [15]。基于区位维度分析，相对于偏远贫困地

区，经济发达地区(如我国东部地区)学生在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上处于优势地位 [16]，但部分学者则表示地

理因素的影响作用正在减小[5]。

家庭类别一直是教育扩张与教育获得研究中的

重要变量。国外学者基于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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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并未在教育

扩张期间明显下降[17]，相对于弱势群体，中等和优势

群体更能从教育扩张中获益 [18]。就我国社会而言，

自 1992年以来，市场因素对教育制度的影响使得教

育不平等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

重模式并存，家庭背景效用显现，管理群体子女更易

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19]。高校扩招未能减小群体差

异，由于不同层次高等教育(主要指专科和本科)在劳

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差异较为明显 [14]，优势群体的

教育投资正转向正规本科教育[20]。

(三)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20世纪 60年代起，布劳 (Peter M. Blau)和邓肯

(Otis D. Duncan)构建的地位获得模型确立了以家庭

资源禀赋理论为主流的解释逻辑，即以家庭所拥有

资源的多少来解释其子女的教育成就。随着对教育

公平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部分社会学家将研究重

点转向教育机会获得的多重影响因素分析上。他们

在充分考虑特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基础上提出了

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认为个体教育

决策即是否上大学受教育成本、教育收益、教育失败

风险和教育能否促使地位提升等四方面因素的影

响 [21]，而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依赖于各群体原有的

家庭背景 [14]。家庭资本(社会出身)对个体大学入学

具有很大影响，高学历父母往往为其子女营造良好

的受教育文化氛围，并且凭借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

和社会资本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条件和机会[1]。

国内不少研究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的影响。部分学者从教育分流体制(重点

学校制度和学轨制)视角分析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变量(户籍、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子女升学路径

(学术教育轨道或职业教育轨道)[22]，高等教育的学生

分层是大学前的教育阶段中学生分层累积效应的显

现[10]。较多研究表明，与个人努力因素相比，环境因

素(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对不同层次(如专科

与本科)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贡献相对更大[23]。亦有

学者考察了高校扩招前后家庭政治资本对子女高等

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发现扩招后父亲行政级别具

有更强的作用力，而母亲的影响则不再显著[3]。

已有研究建构了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获得的理

论模型，实证检验了教育扩张背景下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的群体差异，分析并论证了家庭资本对个体高

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三方

面局限：一是对扩招变量的解释力度不够，没有完全

聚焦在高校扩招政策受众群体上；二是未能详细解

释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及家庭资本因素的影响在扩

招前后的变化程度；三是缺乏对家庭背景的综合考

虑，且对家庭政治资本因素的关注程度不够。基于

此，在现有理论模型和实践框架基础上，本研究采用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通过逻辑斯蒂回归从总体和层次两个维

度分析扩招前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

及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并以扩招政策

实施与否为交互，考察群体差异性及家庭资本影响

的变化情况，旨在为今后教育政策完善和落实、教育

资源投入和分配提供参考，使其更具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以提升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国

家人力资本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CGSS。该调查作为我国综

合性调查项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兼顾了区域和层

次差异，所获得的调查数据具有较高质量和一定权

威性。CGSS的 2012年、2013年和 2015年数据中均

包含样本高考家庭资本信息以及重要的个体信息，

能够满足本研究目的。因此，本研究最终采用了这3
年的调查数据。

本研究基于研究需要对 CGSS数据进行筛选。

本研究重点关注高校扩招政策对各群体接受高等教

育情况的影响，将已毕业样本所获最高学历作为教

育获得参考值。CGSS问卷对被调查者各阶段的教

育经历以及完成时间进行了详细调查。高校扩招政

策主要影响各群体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即高中毕业后

是否选择继续升学，因此本研究保留了高中及以上

学历样本，将高中学历即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

和技校学历的被调查者毕业时间，大学专科或大学

本科(均指全日制，问卷中表述为正规高等教育)学历

被调查者毕业时间分别减去 3年或 4年作为个体应

该参加高考的时间(保留 1978年及以后的样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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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此外，CGSS问卷

未对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进行细分，无法判断其

具体受教育年限进而无法推断出参加高考时间，所

以本研究所指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专科教育和大学本

科教育。经过筛选，在删除了主要变量存在缺失的

样本后，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4344份，扩招

前后样本占比分别为58.95％和41.05％。

(二)变量选取

针对高等教育机会在总体获得上的群体差异及

影响因素问题，本研究以“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包括

专科和本科教育)为因变量进行探讨；针对高等教育

机会在不同层次获得上的群体差异及影响因素问

题，分别以“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是否接受大学

本科教育”为因变量进行探讨。

本研究的自变量可归为4类，为样本参加高考前

的个体信息与家庭状况。第一类是样本人口学特征

变量，包括“性别”“民族”“户口”“地区”。其中，“户

口”变量根据被调查者目前户口登记状况、户口变动

时间和最高学历获得时间等推算而来；“地区”变量

指个体参加高考时户籍所在地。第二类是样本家庭

类别变量。以被调查者对自身家庭类别的评分为依

据，将所选样本划分为3个维度，即自评分1～3分为

较低层，4～7分为中等层，8～10分为较高层。第三

类是高校“扩招”变量。以1999年为界，高考时间在

1999年之前为未经历扩招考生，1999年及以后为经

历扩招考生。第四类是样本家庭资本变量。我国高

等教育制度为具有一定条件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向上

流动的制度保证，他们积极运用自身家庭资本(如文

化资本)优势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以实现向上流动，与

优势群体在高校扩招中更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并

不矛盾 [20]。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家庭资本主要

包括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文化资本)和“党员家

庭”“父母行政职务”(政治资本)变量。其中，“党员家

庭”和“父母行政职务”均设置成二分类变量，父母至

少有一方为党员的称为党员家庭，父母双方均为群

众或共青团员的称为非党员家庭；父母至少有一方

担任行政职务的表示父母有行政职务，反之则无。

变量具体情况详见表1。
(三)研究模型设定

由于涉及的3个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本

研究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后续分析。具

体模型公式为：

logé
ë
ê

ù
û
ú

p(Yi = 1)
1 - p(Yi = 1) = αi + βliXli + β2iX2i +…+βniXni，

(i=1，2，3).
其中，i=1、2、3分别表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

所探究的因变量依次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否

接受大学专科教育”“是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X1、
X2…Xn为影响因变量的一系列自变量，以逐步递增

方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还将扩招政策

注：“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变量中，否=0，指未获得高等教育群体；是=1，指仅获得专科教育群体，不包括获得本科教育群体。

表1 变量选取及说明

变量名称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

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

是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性别

民族

户口

地区

类别

扩招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行政职务

党员家庭

变量解释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女=0；男=1

少数民族=0；汉族=1
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

以西部为参照，中、东部分别设虚拟变量

以较低层为参照，中等、较高层分别设虚拟变量

扩招前=0；扩招后=1
定序变量

无=0；有=1
否=0；是=1

观测值

4344
3580
4344
4344
4344
4344
4344
4344
4344
4344
4344
4344

·· 4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10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实施与否分别同个体信息变量进行交叉，考察扩招

前后各因素影响的变化情况；分别对各模型所纳入

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均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群体差异分析

总体来看，与扩招前相比，扩招后各群体接受

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比例均有一定程度提升(见
表 2)。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群体性分析发现，扩

招前女性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体比例低于男性群

体，扩招后女性群体接受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比

例均高于男性群体。扩招前后少数民族群体接受专

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比例均低于汉族群体，扩招后

前者接受高等教育总体增加比例略高于后者。农业

户口群体接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比例在扩招前后

均远低于非农业户口群体，且在扩招后这种差距被

进一步拉大，尤其表现在本科教育上。扩招前后东

部地区群体接受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比例均高于

中西部地区。与扩招前相比，扩招后东部地区群体

接受高等教育总体比例的提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

最低；扩招前，中部地区群体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低

于西部地区，扩招后情况正好相反。

基于家庭类别差异的群体性分析发现，扩招前

较低层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体比例最小，较高层

的比例最大，且类别越高其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也

越大；扩招后各类别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均有大幅

提升，其中，中等层群体接受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

比例均超过较高层群体，较低层群体接受本科教育

的比例仍然最小。

(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1.总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下

页表 3中的模型 1a是基本模型，包含“性别”“民族”

“户口”“地区”“类别”变量。分析发现，“户口”“地

区”“类别”变量有显著的统计学效应，非农业户口群

体、东部地区群体、中等层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概率

分别是农业户口群体、西部地区群体、较低层群体的

3.111(e1.135)、1.441(e0.365)、1.261(e0.232)倍。模型 1b 在基

本模型基础上加入了“扩招”变量，发现“性别”“民

族”变量仍无显著影响，“户口”“地区”“类别”变量的

影响仍然显著且回归系数与模型 1a相比变化不大；

“扩招”变量有显著影响，扩招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

机会的概率是扩招前的 1.578(e0.456)倍。模型 1c在模

型1b基础上加入了“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行政职

务”“党员家庭”变量，发现“类别”变量的影响不再显

著，家庭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效应。其中，父

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注：占比如“28.75”表示扩招前接受高等教育男生占扩招前男生总人数的28.75％。

表2 扩招前后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情况(％)

性别

民族

户口

地区

类别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东部

中部

西部

较高层

中等层

较低层

扩招前

高等教育占比

28.75
27.28
28.51
21.94
35.01
15.72
33.25
22.09
24.59
36.00
31.68
24.60

专科占比

15.13
15.73
15.75
9.68
18.72
9.39
17.54
13.49
13.03
16.00
17.10
13.93

本科占比

13.62
11.55
12.76
12.26
16.29
6.33
15.71
8.60
11.56
20.00
14.58
10.67

扩招后

高等教育占比

46.70
53.02
49.91
46.82
63.26
30.49
58.35
43.88
41.63
43.14
54.86
43.28

专科占比

23.35
27.10
25.17
24.60
29.00
19.65
29.24
21.94
21.76
19.61
27.63
22.18

本科占比

23.35
25.92
24.74
22.22
34.26
10.84
29.11
21.94
19.87
23.53
27.23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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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将增加0.408(e0.342-1)个单位；党员家庭子女

的高等教育获得概率是非党员家庭的1.204(e0.186)倍。

为了进一步验证群体差异，在模型 1c基础上本

研究依次增加“扩招”变量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项，

以反映各人口学变量和家庭资本的影响作用在高校

扩招前后发生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民族”“地

区”“类别”“父母行政职务”“党员家庭”变量在扩招

前后均无显著影响(限于篇幅，未将相关模型放入表

中，下同)，而“性别”“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

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效应，但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在扩

注：*p＜0.05，**p＜0.01，***p＜0.001；各模型均将样本参加高考年份作为控制变量；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因变量为“是否接

受高等教育”，下同。

表3 大学扩招前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及变化(N=4344)

自变量

性别

民族

户口

中部

东部

中等层

较高层

扩招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行政职务

党员家庭

是否扩招×性别

是否扩招×户口

是否扩招×父母受教育程度

常数项

-2对数似然值

模型1a
-0.033
(0.068)
0.086
(0.144)

1.135***
(0.076)
0.010
(0.098)

0.365***
(0.089)
0.232**
(0.069)
0.214
(0.183)

-110.070***
(6.949)

5154.856

模型1b
-0.031
(0.068)
0.080
(0.144)

1.142***
(0.076)
0.011
(0.098)

0.363***
(0.089)
0.226**
(0.070)
0.204
(0.183)

0.456***
(0.125)

-72.509***
(12.339)
5141.448

模型1c
0.011
(0.069)
0.114
(0.148)

0.873***
(0.080)
-0.006
(0.100)

0.331***
(0.091)
0.090
(0.072)
-0.097
(0.190)

0.444***
(0.128)

0.342***
(0.031)
0.122
(0.078)
0.186*
(0.083)

-45.705***
(12.878)
4978.342

模型1d
0.267**
(0.095)
0.117
(0.148)

0.882***
(0.080)
0.000
(0.100)

0.341***
(0.091)
0.085
(0.072)
-0.084
(0.191)

0.737***
(0.148)

0.347***
(0.031)
0.119
(0.078)
0.183*
(0.083)

-0.551***
(0.139)

-46.653***
(12.899)
4962.664

模型1e
0.006
(0.069)
0.113
(0.149)

0.659***
(0.111)
-0.011
(0.100)

0.336***
(0.091)
0.092
(0.072)
-0.074
(0.191)
0.155
(0.166)

0.343***
(0.031)
0.123
(0.079)
0.181*
(0.083)

0.404**
(0.150)

-47.050***
(12.856)
4971.17

模型1f
0.009
(0.069)
0.118
(0.149)

0.865***
(0.080)
-0.009
(0.100)

0.331***
(0.091)
0.091
(0.072)
-0.090
(0.191)
0.178
(0.261)

0.319***
(0.037)
0.124
(0.078)
0.185*
(0.083)

0.070
(0.060)

-46.497***
(12.880)
497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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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前后的变化情况有所不同。由模型1d可知，“是否

扩招×性别”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负，表明在原有性

别差异的基础上，男女群体的差距有所改变。扩招

前男性群体高等教育获得概率是女性群体的 1.306
(e0.267)倍，扩招后仅为女性群体的 0.753(e0.267- 0.551)倍。

由模型1e可知，“是否扩招×户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且

为正，表明扩招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扩

招前非农业户口群体的高等教育获得概率是农业户

口群体的 1.933(e0.659)倍，扩招后是农业户口群体的

2.895(e0.659+0.404)倍。由模型 1f可知，“是否扩招×父母

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高校扩招并

未改变“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对个体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的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其子

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均能增加 0.376(e0.319-1)个
单位。

2.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分

析。表4分别列出了影响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机会

获得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2a、3a分
别考察了“性别”“民族”“户口”“地区”“类别”变量对

专科、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乡、

地区及类别之间差异显著，非农业户口群体与农业

户口群体、东部地区群体与西部地区群体、中等层群

体与较低层群体在专科及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前

者是后者的 2.467(e0.903)、1.448(e0.370)、1.261(e0.232)倍和

3.411(e1.227)、1.320(e0.278)、1.195(e0.178)倍。可以看出，城

乡差异在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更为明显，而地区和

类别差异在专科教育机会获得上更为明显。加入

“扩招”变量后，各群体之间的差异情况与未加入时

相似，“扩招”变量具有显著影响，扩招后个体获得专

科教育、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是扩招前的1.660

注：各模型中均放入了“性别”“民族”“父母行政职务”变量，因不显著，未将其放入表中。

表4 个体获得专科及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户口

中部

东部

中等层

较高层

扩招

父母受教育程度

党员家庭

常数项

-2对数似然值

N

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

模型2a
0.903***
(0.091)
0.049
(0.120)
0.370**
(0.109)
0.232**
(0.085)
0.018
(0.236)

-96.301***
(8.231)

3629.557
3580

模型2b
0.915***
(0.092)
0.046
(0.121)
0.363**
(0.110)
0.223**
(0.085)
-0.003
(0.237)
0.507**
(0.155)

-55.548***
(14.856)
3618.777

模型2c
0.718***
(0.096)
0.030
(0.122)
0.333**
(0.111)
0.129
(0.087)
-0.244
(0.242)
0.500**
(0.157)

0.278***
(0.038)
0.107
(0.101)

-34.953*
(15.437)
3550.247

是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模型3a
1.227***
(0.104)
-0.027
(0.125)
0.278*
(0.111)
0.178*
(0.087)
0.380
(0.216)

-97.800***
(8.643)

3719.106
4344

模型3b
1.228***
(0.104)
-0.028
(0.125)
0.275*
(0.111)
0.173*
(0.087)
0.374
(0.216)
0.350*
(0.156)

-68.156***
(15.681)
3714.008

模型3c
0.903***
(0.109)
-0.052
(0.127)
0.235*
(0.113)
0.018
(0.089)
0.033
(0.225)
0.329*
(0.159)

0.363***
(0.038)
0.235*
(0.098)

-40.224*
(16.390)
358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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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07)、1.419(e0.350)倍。加入家庭资本变量后，专科教

育和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的“类别”变量均不再显

著，“户口”“地区”“扩招”变量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

效应；“父母行政职务”变量无显著影响；“父母受教

育程度”变量影响显著，每增加1个单位，其子女接受

专科、本科教育的概率分别增加 0.320(e0.278-1)、0.438
(e0.363-1)个单位；“党员家庭”变量仅在个体本科教育

机会获得上有显著影响，党员家庭子女获得本科教

育机会的概率是非党员家庭的1.265(e0.235)倍。

为进一步验证群体差异及家庭资本因素的影响

变化情况，本研究将“扩招”变量和各自变量的交互

项分别纳入模型 2c和 3c进行分析(见表 5)。研究发

现，“民族”“地区”“类别”“父母行政职务”变量在扩

招前后对个体专科、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均不

显著，而“性别”“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均影

响显著，“党员家庭”变量仅对个体本科教育机会获

得有显著影响。在群体差异方面，扩招前性别差异

仅在个体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显著，男性群体的获

得概率是女性群体的 1.448(e0.370)倍；扩招后，男性群

体获得专科、本科教育机会的概率分别变为女性群

体的 0.626(e-0.469)、0.869(e0.370-0.510)倍，在专科教育机会

获得上女性群体在扩招后的优势更为明显。城乡差

异并未减小，扩招前非农业户口群体获得专科、本科

教育的概率分别是农业户口群体的1.879(e0.631)、1.846
(e0.613)倍；扩招后前者仍为 1.879(e0.631)倍，而后者变为

3.016(e0.613+0.491)倍，扩招后城乡地区群体在本科教育

机会获得上更占优势。在家庭资本方面，父母受教

育程度所导致的专科、本科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仍然

表5 大学扩招前后个体获得专科、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变化分析

注：上述模型中均放入了“民族”“地区”“类别”“父母行政职务”变量。

自变量

性别

户口

扩招

父母受教育程度

党员家庭

是否扩招×性别

是否扩招×户口

是否扩招×父母受教育程度

是否扩招×党员家庭

常数项

-2对数似然值

N

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

模型2d
0.119
(0.116)

0.729***
(0.096)

0.742***
(0.180)

0.282***
(0.038)
0.108
(0.101)

-0.469**
(0.168)

-35.988*
(15.458)
3542.418

3580

模型2e
-0.107
(0.084)

0.631***
(0.137)
0.388
(0.202)

0.278***
(0.038)
0.105
(0.101)

0.159
(0.182)

-35.298*
(15.431)
3549.480

模型2f
-0.103
(0.083)

0.721***
(0.096)
0.597
(0.311)

0.287***
(0.046)
0.108
(0.101)

-0.026
(0.072)

-34.771*
(15.449)
3550.118

是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模型3d
0.370**
(0.127)

0.908***
(0.109)
0.604**
(0.185)

0.367***
(0.038)
0.230*
(0.098)

-0.510**
(0.171)

-41.066*
(16.416)
3580.187

4344

模型3e
0.092
(0.085)

0.613***
(0.159)
-0.072
(0.230)

0.365***
(0.038)
0.230*
(0.098)

0.491*
(0.206)

-41.554*
(16.382)
3583.484

模型3f
0.095
(0.085)

0.887***
(0.109)
-0.096
(0.332)

0.324***
(0.046)
0.230*
(0.098)

0.104
(0.071)

-41.039*
(16.383)
3586.92

模型3g
0.095
(0.085)

0.905***
(0.109)
0.354*
(0.171)

0.363***
(0.038)
0.269*
(0.132)

-0.071
(0.182)

-40.077*
(16.395)
358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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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该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个体接受专科、本科教

育的概率分别会增加 0.332(e0.278-1)、0.383(e0.324-1)个
单位。扩招前后，“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对子女本

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均比专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

响大；“党员家庭”变量仅对个体本科教育机会获得

有显著影响，扩招前后党员家庭子女的获得概率均

是非党员家庭的1.309(e0.269)倍。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首先，总体及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

城乡、地区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高校扩招政策显

著提升了各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使得大学文

凭的含金量被稀释，但教育效益与文凭收益的减弱

未能降低总体上的群体差异，其促进平等化的效应

并未显现。此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即不同层次之

间的城乡及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在个体高等教育

机会获得上，城乡户籍因素的影响并未因高校扩招

有所降低，尤其在本科教育机会获得上，城乡群体的

优势更为明显。在地区差异方面，中西部地区之间

的差异并不显著，但较西部地区群体而言，东部地区

群体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均处于优势地

位，尤其在专科教育机会获得上，东西部地区差异更

为明显。教育扩张使得高等教育入学门槛有所降

低，但高校就读所需的资金门槛却有所提升[3]，这给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带来了更大

优势。

其次，高等教育机会在总体获得上的原“男强女

弱”的性别差异发生转变，在仅考虑群体差异问题

时，类别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扩招后，男女群体获

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扩招前均有大幅提升，但女性

群体的提升幅度更大，高等教育总体上存在的原“男

强女弱”现象发生逆转，导致“新性别差异”即“女强

男弱”现象的出现。此种新的性别差异在本科、专科

层次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都有体现，扩招前没有显

著性别差异的专科层次表现更为明显。在类别差异

方面，与较低层群体相比，扩招后中等层群体在高等

教育机会获得上占有一定优势。这主要是高校扩招

使得高等教育机会向弱势群体延伸，但在优势群体

的教育需求仍未达到饱和状态前，高等教育扩张带

来的大部分新机会仍掌握在优势群体(这里主要指

中等层群体)手中。

最后，家庭资本对总体高等教育机会及不同层

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均有显著影响。综合考虑类

别和家庭资本时，“类别”变量不再显著，说明家庭资

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

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显著影响，前者对子女本

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较大，而后者仅对个体本科

教育机会获得影响显著，其中文化资本的作用更为

明显。扩招并未减小文化资本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

机会分配的影响，也未减小政治资本对个体本科教

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高文化资本及政治资本家庭能

为子女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子女的

教育期望，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从而帮助子女

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实现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

(二)建议

一是提高农村及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优化

高中教育资源配置。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农村及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匮乏、

教育条件落后、教育质量低下，从教育起点就产生了

较大差异。政府应针对落后地区出台相关政策，完

善农村及西部地区低家庭资本儿童学前教育入园资

助政策，推进义务教育资源(财政投入、硬件设施和

优质师资)均衡配置，尽可能为贫困地区子女创造良

好的求学环境以进一步提高其升学的可能性。同

时，政府应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弱势

群体尤其是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群体(如西部农村

地区群体)的优质高中名额分配比例，增加其获得更

高层次高等教育即本科教育的可能性，通过人力资

本积累削弱先赋性因素对个体今后职业选择与流动

的影响，使其能借助自身文化资本优势实现向上流

动。此外，教育补偿对象需进一步细分和扩大，适度

为城市或东部地区的弱势群体(如城市低家庭资本

群体、东部农村地区群体)提供教育支持，减小优势

地区的内部群体差异；重视扩招中出现的新差异即

“女强男弱”新性别不平等现象，防止“新弱势群体”

的产生。

二是通过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建构和完善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弥补低家庭资本群体的教育缺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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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本群体的日常生活常以其子女制度化的校内

外活动为中心，通过协作培养传输差别优势(语言技

能、社交技能、修养等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使子

女在高校组织筛选中更具优势。低资本家庭父母则

因缺少相对应的文化背景与生态系统处于劣势地

位。因此，政府应重视家庭差异对学生高等教育机

会获得的影响，建构针对低家庭资本群体的治理体

系，增加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创设良好的

社会文化支持环境，通过购买教育机构(平台)的课外

活动服务、技能学习服务等，为弱势群体子女提供外

在的能力提升教育。政府也可针对低家庭资本群体

中成绩落后的学生提供额外的教育补助，如课外教

育费用补贴、课外学习资源购买等，使其能借助课外

教学辅导提升学业成绩，增加其获得较高层次高等

教育的概率，从而减弱家庭资本对教育公平的冲击。

三是对弱势群体进行高等教育机会补偿和成本

补偿。在高考招生过程中我国应建立规则清晰、机

会公平的运转体系，对家庭资本占有量较少的群体

尤其是处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以及社会类别较低

家庭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对其进行教育机会补

偿。同时，在不牺牲本科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我国应

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为渴望获得高层次高等教育

的弱势群体提供第二次机会补偿。此外，高等教育

收费制度改革以及大学生自主择业政策的实施，在

提高资金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教育风险，严重打击

了贫困地区群体的高等教育投资热情[3]。我国应在

传统保障型资助基础上建立发展型资助体系，在高

等教育阶段加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

区的高等教育经济扶持，以减免学费、无息贷款、助

学金发放等方式提供成本补偿，实现资助育人全过

程，提高贫困家庭家长与子女的教育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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